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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官员考核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之一，已有大量成果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

但这些成果基于的前提：以经济绩效为中心的官员考核制度是否成立在文献中依然存在争

议。本文采用 2000 年之后的县级数据来克服现有研究不足。我们发现：一县财政收入任期

内移动平均增长率在所在地级市各县中的相对排名每提高一名，该县县委书记在任期结束后

获得晋升的概率将提高 1.3%。本文也发现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平均来说，进入第 5 名会导

致晋升概率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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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官员考核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之一，其设置会直接影响官员的选拔及行为，进而

塑造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特征及质量（Besley and Case, 1995; Caselli and Morelli, 2004; Besley, 

2005; Besley et al., 2005）。已有大量文献致力于改革开放之后人事制度下的官员及地方政府

行为研究（如陈硕，2018；陈硕和曹一鸣，2018 等）。1地方官员作为上级政府代理人在这

些研究中均被视为理性人，在一系列制度约束下侧重完成上级政府的主要考核任务以谋求晋

升。换句话说，这些研究的共同理论假设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官员谋

求经济增长的努力可以增加其晋升概率。上述成果有助于我们利用政治经济学视角理解我国

经济转型过程中呈现的结构性特点及背后成因，但其所依托的以经济增长为重点的官员绩效

考核是否成立在文献中依然存在争议。 

虽然学者们较早地关注到省区经济水平与政治地位及省级领导晋升间存在关系（Bo, 

1996; Maskin et al., 2000; Whiting, 2001: pp. 101-109），但针对该问题影响最大的是 Li and 

Zhou 在 2005 年的研究。基于 1979 年至 1995 年的经济增长和官员调动数据，两位研究者证

实了省级层面晋升锦标赛的存在：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晋升概率会随着任期内平均经济绩效的

增加而提高。在该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不仅从扩展样本与理论分析角度进行了完善

（Chen et al., 2005;周黎安，2007），还采用地市级数据确证和丰富了晋升锦标赛理论（Wu 

et al., 2014; 罗党论等，2015）。另一方面，针对该理论质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样

本异质性问题，该问题在以省为考察单位的研究中尤其突出。不同省份由于地理区位、自然

禀赋及社会经济特征的不同面临着迥异的治理目标。例如，在浙江省 2014 年“全力以赴推动

经济发展”的同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 2013 年则明确表示 “反恐维稳是新

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同时，样本异质性带来另外一个担忧是互为因果问题。省级政府

单位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难以廓清是由于经济绩效导致晋升还是由于为了晋升而

委派官员到特定地区任职。2这些事实凸显出采用省级数据并不是检验该关系的最优选择；

第二，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对官员绩效进行较为系统的考核是 2000 年以后的事情。在

这段时期，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干部选拔、任用、任期、交流、回避及综合考核制度，

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考察干部任用。在实际操作突出干部的实绩，特别是经济绩

效（关于该部分的详细论述见本文第二部分）。这些事实意味着用 2000 年之后的时段检验

晋升锦标赛假设更为可取；3最后，研究该问题的政治学文献更加突出官员派系在晋升考核

中的作用（Cai and Treisman, 2006; Shih et al., 2012; Opper et al., 2015）。这意味着经济绩效

-晋升之间存在遗漏变量问题：有派系的官员会获得推动经济的资源及优惠政策，同时也更

容易获得晋升。该问题的存在会导致在实证分析中对经济绩效作用的高估。 

上述争议的存在意味着该问题仍然有继续深入的必要，而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我们将从

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展开：第一，在事实上廓清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事管理的制度性变迁；第

二，绩效考核的基础在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 M 型地方政府结构，辖区的相似性为

地方官员的竞争提供了基础。因此，和省及地市级层面的数据相比，县级数据是检验绩效考

核假设的最优选择，而这正是本文所使用的。同时，采用县级数据的另外一个优势在于可以

更有效地识别出考核的相对性：绩效考核只能实施于同属同一上级政府的辖区内，这可以有

                                                 
1  这些研究包括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财政收支的周期性波动、地方保护

主义现象、银行信贷的不正常波动、IPO 行为的周期性变化、官员对土地出让行为的热衷、城市化的扩张、

污染频发和环保力度不足等方面，对上述研究的汇总见本文附录表 A1。 
2 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的 12 位市委书记中有 8 位被调至中央任职，晋升比例接近 70%。而甘肃省改

革开放以来的 10 位省委书记中 70%都是平调，几乎没有获得晋升的案例。 
3 使用 2000 年以后数据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有效避免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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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任命制下的官员考核包含绩效考核及自由裁量权，这意味在

实证分析中需要识别出经济绩效与晋升间的非单调关系。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基

于 2000 年之后的县级数据检验以经济发展主要考核对象的相对绩效考核假设。 

我们发现了证实该假设的经验证据：一县财政收入任期内移动平均增长率在所在地级市

各县中的相对排名每提高一名，该县县委书记在任期结束后获得晋升的概率将提高 1.3%。

但经济绩效的绝对水平对晋升没有显著作用。就绩效考核指标的选择上来说，GDP 指标和

财政收入指标间存在消长关系，但财政收入指标在近年来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本文也找

到了自由裁量权存在的证据：平均来说，进入第 5 名会导致晋升概率显著增加 5.1%；但在

5 名之内，除非成为第 1 名，否则名次进一步提升并不能带来晋升概率的显著增加。上述结

论在考虑地市级固定效应、派系变量、能力及不同晋升定义后均保持稳健。最后，本文没有

发现末位淘汰存在的证据，这意味着相对绩效考核是一种“奖勤不罚懒”的制度设计。这种制

度设计一方面有效地鼓励了基层官员积极探索推动经济增长的多种方式，但另一方面，因为

“软约束”的存在而导致基层决策失误也需要值得注意。 

我们认为本研究可以从三方面增进对该问题的理解：首先，本文基于县级数据为晋升锦

标赛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证据。虽然领导人及官方报道多次提及 GDP 竞赛，同时也有很多

文献将该理论作为前提展开相关研究（见附录表 A1），但针对该问题的实证研究依然没有

达成一致。同时，其发现也有助于加深对我国政治运作机制的理解。作为财政分权制度保证

的政治集权在实际运行中的具体表现正是晋升锦标赛体制（Li and Zhou, 2005; 周黎安，2007；

Xu，2011；罗党论等，2015），而本研究为理解其运作提供了目前为止最微观的证据。 

其次，本文发现也有助于理解我国经济增长的实现方式。资源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

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Hsieh and Klenow, 2009; Song et al., 2011; Brandt et al., 2012），而官

员正是分配决策的主要制定者，并由此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Jones and Olken, 2005, 2009; 

徐现祥等，2007；张军和高远，2007；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王贤彬等，2009；Iyer and 

Mani, 2012）。因此，本文的工作可为改革及完善县级官员考核制度提供政策参考，进而更

好地把控及塑造我国县域经济增长的速度及质量。 

最后，本文发现对理解中国县域发展本身也具有显著意义。由于县域经济在我国经济版

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份额（张五常，2009：第 79-86 页），已有文献开始专注该议题（郑炎

成和鲁德银，2004；钱水土，2006；吴玉鸣，2007；周泽炯，2010）。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

学角度进一步增加我们对该问题的理解。已有文献发现晋升锦标赛的有效实施有赖于“可衡

量的、客观的竞赛指标”（周黎安，2007），我们认为，税收及自由裁量权的作用及存在彰

显出县级官员考核实践的丰富性，也会启发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本文以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管理及绩效考核制度的背

景信息并综述关于该领域的相关文献；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所用数据；实证分析在第四部分；

在第五部分我们讨论了不同的绩效指标、自由裁量权与末位淘汰等拓展问题；最后是本文结

论。 

二、制度背景及文献综述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事管理与干部考核制度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1979 年中共中

央组织部颁发的《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正式提出了对党政干部的定期考核。后续

制度建设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不断拓展定期考核覆盖的干部群体。从 1988 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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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先后颁布了《县（市、区）党政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方案（试行）》（1988）、《地

方政府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方案（试行）》（1988）及《中央、国家机关司处级

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方案（试行）》（1989），着手在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中实行领导干

部定期考核制；另一方面，对干部任用、离职、考核方式、考核内容及考核程序进行不断细

化及完善。42000 年之后，干部考核制度的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中共中央在该年发布《深化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对新世纪深化人事考核制度提出了改革要求。在此基础之上于

2002 年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取代了 1995 年的《暂行条例》。后续制

度建设依然从干部任期、交流、回避及综合考核等方面进一步加以体系化。5中共中央 2009

年出台《2010-2020 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旨在总结改革经验并提出进一步改

革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央在 2014 年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取代 2002

年《工作条例》。图 1 呈现了考核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变迁历程（具体的文件内容及考核

程序见本文附录表 A2 及附录表 A3）。 

针对 80 及 90 年代官员考核的系统研究较少，但从一些案例研究中可以发现制度创新

是当时地方官员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费孝通，1984；陈文理，2005；谈静华和汤茂林，2006；

赵树凯，2012）。6绩效或者实绩被列入干部考核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虽然早在 1979 年颁布

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就第一次提出从“德、能、勤、绩四个

方面对干部进行考核”，7但对“绩”考察的具体规定则要到 90 年代，特别是 2000 年之后。8在

这一时期，经济绩效日益成为干部综合考评及选拔任用的最重要内容。9这一方面是由于和

其他绩效指标相比，经济绩效的优势在于客观且易量化，而且与公众福利相容；另一方面，

该趋势也和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将工作重心逐渐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趋势相一致。虽然诸如资

                                                 
4 见《关于加强和完善县 (市) 党委、 政府领导班子工作实绩考核的通知》（1995）、《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暂行条例》（1995）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1998）等文件。 
5 见《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当中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2006）、《党政领导干

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2006）、《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2006）、《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

（2006）、《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2009）、《地方党政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2009）、《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卡和评

价办法（试行）》（2009）、《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法（试行）》（2009）。 
6 例如，安徽省政府官员在 70 年代末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柏晶伟，2005：第 204-222 页；赵树凯，

2012；张广友和丁嘉龙，2006：第 172-232 页）。苏南地区基层官员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开创 “苏南模式”

（费孝通，1984；陈文理，2005；谈静华和汤茂林，2006）。 
7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1979），“德”主要是指“干部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品

质”，“能”主要是指“干部的业务、技术、管理水平，工作效率和文化程度，是否具备胜任现职的能力”，“勤”

主要是指“干部的工作态度和事业心，是否肯学肯钻，对业务精益求精，任劳任怨，勇于创新，充分发挥工

作积极性”，“绩”主要是指“干部的工作成绩，主要看对现代化建设直接或间接所作的贡献”。 
8 这段时期陆续颁布的《县（市、区）党政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方案（试行）》（1988 年）、《地方政府工

作部门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方案（试行）》（1988 年）、《中央、国家机关司处级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方

案（试行）》（1989 年）、《关于加强和完善县 (市) 党委、 政府领导班子工作实绩考核的通知》（1995 年）

等文件对实绩的说明较为简略。对实绩的较详细阐述主要体现在 1998 年的《暂行规定》以及 2000 年以后

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2）、《体现科学发观要求的地方当中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

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2006）及《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观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

（2009）等文件进一步将“注重实绩”列为综合考评的六大方法之一并以专章对其作用、内涵及操作要求进

行全面解释。相比之下，现有文件并没有用专门章节的方式对考核的其他方面“德”、“能”、“勤”、“廉”加以

阐释。 
9 例如《体现科学发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2006）对实绩分析内

容的阐述包括“上级统计部门综合提供的本地人均生产总值及增长、人均财政收入及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及

增长、资源消耗与安全生产、基础教育、城镇就业、社会保障、文化生活、人口与计划生育、耕地等资源

保护、环境保护、科技投入与创新等方面统计数据和评价意见，具体指标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为了

配合该《试行办法》，国家统计局相应地制定《关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指标设置和数据统计分析有关问

题的说明》作为配套文件。最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4）也明确规定：“更加重视劳动

就业、居民收入、科技创新、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的考核，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加大资源

消耗、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安全生产、债务状况等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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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消耗、安全生产、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偏重社会民生的公共服务指标也在考察范围之内，

但经济绩效指标所占有权重最高。10 

 

 

图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事考核制度 

注释：上述文件来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站（http://cpc.people.com.cn，资料中心-党内规章

选编）。 

    （二）文献综述 

基于经济绩效考察中国官员治理的分析视角借鉴了企业管理理论 (Gibbons and Murphy, 

1990; Jenter and Kanaan, 2015)。该领域学者认为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国政府内部治理结构与企

业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政治上的集权保证上级政府可以像董事会那样制定激励规则来激励

下属（Edin, 2003; Landry, 2003; Xu, 2011）；同时，中国地方经济的 M 型特征使得地方经济

结构相似进而为官员间绩效考核提供了可比较的制度基础（Qian and Xu, 1993; Maskin et al., 

2000）。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分权的确使得地方官员像公司 CEO 那样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以创造更好的绩效（Qian and Xu, 1993a,b）；但和现代企业中管理科层间存在的委托-代理问

题类似，上下级政府间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Huang, 2002）。经济绩效因此成为上级政

府考察下级官员治理质量的重要指标，而现有文献正是从该角度加以展开。 

                                                 
10 例如，江苏省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经济发展所占权重最高为 40%，较之生活水

平 30%、社会发展 20%以及生态环境 10%（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一局，2006：第 176-184 页）。2007 年广

州市和深圳市政府整体绩效评价指标系统中“促进经济发展”的权重为 28%，较之其他四项：维护社会公正

25%、保护生态环境 15%、节约政府成本 12%及实现公众满意 20%。西安市 L 区 2007 年目标责任绩效考

核实施细则中经济发展所占权重为 30%，较之其他五项：社会发展 16%、人民生活 15%、资源环境 12%、

社会安全 12%、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 15%（陈汉宣等，2011：第 196-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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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该问题的早期研究中，Bo (1996)以及 Maskin et al. (2000)等均发现省的经济发展

水平和省级领导人晋升及政治地位间存在显著关系。对绩效-晋升关系进行系统检验且影响

最大的研究则是 Li and Zhou (2005)。基于中国 1979-1995 年的省级经济增长与官员调动数

据，该文发现省级领导人晋升可能性随着其 GDP 增长率的提高而增加：实证发现，平均经

济增长率每增加6%，省级领导人晋升概率的增加量是平均晋升概率的33%。Chen et al. (2005) 

在上述基础上，利用 1979-2002 年的扩展数据进一步明确了经济绩效对于官员晋升的重要作

用。乔坤元（2013a）同样基于省级数据对“不存在晋升锦标赛机制”、“存在以经济增长为主

要考核内容的晋升锦标赛机制”和“存在考核指标不局限于经济增长的晋升锦标赛机制”三种

可能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只有经济增长会显著正向影响官员晋升概率。在理论方面，周黎

安（2007）系统地讨论了晋升锦标赛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所具有的特征及影响，论证了在地方

政府之间引入竞争并加以高度可信的奖惩承诺后，地方官员为追求晋升会努力创造更优的经

济业绩。后续大量针对中国地方政府及官员行为研究以上述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作为前提，

但也有研究质疑该假说的成立。 

质疑从理论本身及实证证据两方面展开。就理论本身来说，陶然等（2010）认为以 GDP

中心的绩效考核制度在威权国家不存在现实基础：将考核指标明确化会威胁上级对下级的人

事控制；此外，作者认为真正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是省级以下政府官员；另外一种解释中国

官员晋升的假说是派系理论：影响官员是否晋升的关键因素是和上级官员的派系关联（Shih 

et al., 2012）。该假说在政治学领域影响力较为广泛。当然也有学者持调和性意见，认为在

省级领导的晋升过程中政治关系和经济绩效发挥了互补性作用（Jia et al., 2015)；Choi (2012)

进一步发现这种互补更多体现在省委书记身上，对省长而言则是经济绩效的作用更为明显。

就实证方面来说，1978-1986 年的 GDP 数据是由后期统计数据推断获得。同时，核心被解释

变量的晋升指标如何定义存在一定模糊性。 

后续研究基于近期地市级数据对该假说展开进一步检验，其结论也有别于最初的发现。

杨其静和郑楠（2013）利用 2003-2012 年地市级党委书记数据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官员晋

升的作用并非线性，而是存在“门槛”效应：省内经济增长率排名前 10 的市委书记比 10 名之

后的市委书记拥有更高晋升概率，但该作用对 10 名之内及 10 名以后的市委书记并不显著。

同样基于地市级数据，姚洋和张牧扬（2013）的研究同时考察了官员个人能力和经济绩效的

晋升作用。该文发现经济增长率的作用并不显著，决定官员晋升的因素是个人效应（能力）。

同时，能力作用也存在异质性：对市长晋升有显著作用，但对市委书记作用不明显。罗党论

等（2015）则发现高于周边及前任的经济增速会提高官员的晋升概率。Wu et al.(2014)主要

关注和前任的绩效差异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乔坤元（2013b）对比分析了省市两级党委

书记的晋升决定机制，发现 GDP 增长率对官员晋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这这种影响程度

在市委书记身上更大。虽然上述研究发现有利于加深对中国政府人事治理的理解，但不一致

的结果意味着对该假说还有进一步检验的必要。考虑到现有大量针对地方政府及官员行为的

研究将官员晋升锦标赛视作为理论假说，在实证上廓清晋升实际决定因素便具有学术上的急

迫性。同时，对该问题的探索也有利于我们理解经济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社会经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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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省、地、县级经济异质性比较 

注释：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是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即将标准差按照均值进行标准化。这

样既可以衡量数据的离散程度，同时也可以排除平均水平大小的干扰。省级变异系数是先求各省内各个地

级市之间的人均 GDP 变异系数，再以省为单位取均值。地市级则是先求各地级市内各个县之间的人均 GDP

变异系数，再以地级市为单位取均值。 

（三）县级数据的优势 

本文试图基于更微观的县级数据重新检验经济绩效-晋升假设。和省级及地市级数据相

比，县级数据具有显著的优势。首先，和高层官员考核更加侧重政治忠诚度相比，对基层官

员的考核更加强调“区域经济社会实绩和党建工作实绩”（中共中央办公厅，2009）。11因此，

和省或地级市样本相比，利用县级样本检验二者间关系不易受到其他因素干扰。此外，周黎

安等（2015）发现我国从中央到基层政府存在着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的现象。当上级政

府提出一项增长目标之后，下级政府往往会主动要求提高目标。这就导致了目标设定被逐级

放大。12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县级样本获得的发现就能够更好的体现出上级政府乃至整个政

府的治理逻辑。 

其次，Qian and Xu (1993a; b)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时认为 M 型地方政府结构是中国转

型成功的关键制度基础：这使得分权后的地方政府既有能力推动辖区经济增长，也让竞争具

有可比性。而县级的可比性要大于现有文献采用的省级和地市级。图 2 展示了省、市及县的

人均 GDP 变异系数。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县级的同质性要远高于其他两级政府。较高的同

质性可以在实证检验时避免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11 例如 1994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

重大问题的决定》认为“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尤其是政治水平如何，关

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 
12 乔坤元（2013b）发现地市级官员之间的竞争较省级官员更为激烈，为“层层加码”现象提供了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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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省属、市属、县属工业企业就业实现情况 

注释：图中所呈现的占比是各级工业企业实现就业人数在省属、市属、县属工业企业实现就业总人数中的

占比，数据来源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第三，从治理传统上，县级在我国政治版图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正所谓“郡县治，天下

安”（习近平，2015）。其有效运作是国家职能正常发挥的保障（周振鹤，2009，第 38 页）。

从经济地位来说，县域经济在我国经济版图中占据重要份额。图 2 展示了 2000-2007 年间省

属、市属及县属工业企业就业人数比重。县属企业就业人数在该期间占三类企业就业总人数

比重为 34.38%，和市属市属企业（34.84%）相似并高于省属企业（30.78%）。在工业产值

及总资产方面，县属企业所占份额分别达到 29.32%和 24.36%。县域经济的重要性在 1994 年

分税制改革后更加显著。这次改革之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从基于企业利润

的工业化转换为基于土地财政的城市化（Kung et al., 2013）。较之省级政府，县级政府被法

律授予的土地用途转让权使得其可以通过低价出让土地进行招商引资、发展房地产业以及建

立融资平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种方式推进经济增长（蒋省三等，2007；陈志勇和陈莉莉，

2011；周飞舟，2012）；13此外，就当下改革及未来发展来说，县级政府也被不断赋予越来

越大的重要性，这具体体现在“扩权强县”和“省直管县”等系列改革中（李猛，2012；刘冲等，

2014；宫汝凯和姚东旻，2015；王小龙和方金金，2015）。而县委书记正是这一系列县域社

会经济发展的“CEO”，14因此具体考察县委书记对理解现状和指导未来的改革都非常重要。

                                                 
13 相关规定见《土地管理法》第 56 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18 条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

暂行条例》第 18 条。 
14  Walder(1995)将中国的基层政区和地方政府类比成企业，而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地方主政官员则正是企

业的 CEO，其激励与决策对所在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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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采用县级数据也大大增加了观察值，进而提升了估计效率

（Wooldridge, 2012）。15 

三、数据 

实证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官员在任职结束之后的仕途变化。该变量基于 2000-2011 年全

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913 个县（县级市、市辖区）7921 位党委书记个人信息构建

而成。16为了和现有文献一致，我们同样以官员权力的实质变化为基准来界定晋升。17需要

指出的是，相关文件及现有文献并未就官员晋升给出客观明确的定义，这使得现有研究中的

晋升定义存在模糊乃至不一致的地方。18例如，由党委书记调任至上级人大或政协的副主任

或副主席属于晋升还是非晋升，现有不同研究所采用的定义方式不尽相同。19我们使用的定

义基于 Li and Zhou（2005），但对模糊与不一致的职位变化采用多种赋值方案以检验结论

的稳健性（划分标准见附录表 A4，稳健性检验见第四部分图 6）。图 4 展示了县委书记职

位变动的历年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到，党代会之前的人事调动和平常年份相比较为频繁。在

整个样本期间内，近 90%的县委书记发生过职位变动，其中获得“晋升”的县委书记人数占比

约为 26%。20 

除了本文考察的经济绩效之外，官员个体特质也对其仕途发挥显著的影响。样本中女性

占比为 4%，少数民族占比 12%、平均年龄为 46 岁、平均入职年龄为 45 岁、平均离职年龄

为 47 岁、平均任期为 2.9 年、从参加第一份工作到进入县常委平均所花时间为 18 年、平均

受教育长度为 17 年，以本科和硕士为主。图 5 展示了样本的学历、任职年龄、离职年龄及

任期的分布。  

 

                                                 
15 如果研究的时间跨度为 2000-2010，按照《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 2010 年各级政区数量统计，那么省

级数据的样本量是 341（31 个省级政区×11 年），地市级为 3663（333 个地级政区×11 年），而县级为 31416

（2856 个县级政区×11 年）。根据 Wooldridge (2012) 公式 3.51，提高样本容量可以增大解释变量的总样本

变异（SST），从而降低估计系数的标准误，提升估计效率。 
16 包括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区委书记乃至旗委书记，后文为行文简便统称为县委书记。同样为了行文简

便，本文将涉及的县、县级市、市辖区及旗等县级政区统称为县。 
17 晋升以外的都定义为“非晋升”，包括平调、贬谪、在任、退出和落马。 
18  虽然《国家公务员法》对各个职务及相应行政级别都有明确规定，可以给官员晋升提供一个客观标准。

但行政级别高低并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权力大小，这意味着存在“明升暗降”及“明降暗升”的现象。现有文献

都没有完全按照行政级别高低来判断晋升与否（Li and Zhou, 2005; Chen et al., 2005; Jia et al., 2015; Yao and 

Zhang, 2015; 杨其静和郑楠，2013；姚洋和张牧扬，2013；罗党论等，2015）。 
19 陶然等（2010）将这类情况视为晋升；杨其静和郑楠（2013）则根据调任时年龄进行了区分，调任时未

满 57 岁被视为降职、超过 57 岁被视为晋升。 
20 这与省级、地市级的晋升比例基本一致：根据 Jia et al. (2015)，省级领导人的晋升比例为 26%；Yao and 

Zhang (2015)发现地市级领导人的晋升比例为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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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县委书记调动的历年变化 

注释：左图纵坐标为历年发生职位变动的县委书记人数占总人数比重，右图为历年获得晋升的县委书记人

数占发生职位变动的县委书记人数比重。横坐标均为年份。 

 

 

图 5 县委书记个体特质 

注释：各图纵坐标均为人数占比，横坐标为相应指标分布。 

 

我们用两个指标来测量绩效：GDP 及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增加对财政收入的考察一方

面是由于现有文献对中国基层 GDP 数据的真实性存在争议，另一方面，和 GDP 相比，财政

收入更能体现上下级政府间的分配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贴近官员考核的逻辑。在实证

分析中，我们使用这两个指标的相对值，即官员任期内绩效移动平均增长率在所属地级市中

的相对排名。和绝对绩效考核相比，相对排名可以有效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及信

息不对称问题。21 

                                                 
21 就道德风险而言，当上下级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时，Lazear and Rosen (1981) 发现用产出相对排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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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方差 

    

核心解释变量：    

GDP移动平均增长率 13537 0.127 0.075 

GDP移动平均增长率排名 13537 4.633 3.404 

财政收入移动平均增长率 13662 0.115 0.122 

财政收入移动平均增长率排名 13662 4.620 3.385 

控制变量：    

官员个体特征    

年龄 11991 45.72 3.981 

教育 11515 17.17 2.306 

任期 18825 2.249 1.346 

社会经济指标：    

GDP占比 17739 0.143 0.123 

财政收入占比 17870 0.143 0.123 

人均GDP 17821 7969 8792 

人均财政收入 17958 335 509 

人口密度 17801 0.037 0.055 

农业产值占比 17452 0.293 0.155 

工业产值占比 17152 0.374 0.164 

专项转移支付占比 17823 0.139 0.326 

注释：数据来源为《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及《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按照 1999 年价

格指数调整。 

 

除了核心解释变量以外，本文还控制了地区社会经济及官员的个体特征，前者包括 GDP

占所在地级市比重、人均 GDP、财政收入占所在地级市比重、人均财政收入、人口密度、经

济结构（农业及工业产值占比）、专项转移支付占所在地级市比重；后者包括官员的年龄、

教育水平及任期。关于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 1。 

                                                 
定报酬比用绝对水平决定能够有效降低道德风险进而更具效率。Kumbhakar and Hjalmarsson (1998)、Gibbons 

and Murphy (1990)及 Jenter and Kanaan (2006)从实证角度为上述结论提供证据。在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实践

中，上级考核人员将下属总体评价区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类，然后再根据类别高

低进行比较并做出晋升决策，而非具体关注不同官员间的绝对差距大小（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一局，2006：

第 224 页）；就信息不对称来说，上级政府决定所辖区域内下级官员的晋升具有显著的信息优势。具体来说，

相比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本地信息，适度分权因而是一种较有效率的制度安排（Oates, 1999）；

同时，相比于周边地方政府，本地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本地信息，因此由本地上级政府决定其辖区内下级

官员晋升同样更有优势。例如江苏省连云港市领导在考核下属县级官员时并不会参考苏州下属县级官员业

绩。如果这样的话，这会导致经济发展速度不如苏州的连云港下属县级官员基本没有晋升可能。事实也正

是如此：2000 年以来，连云港下辖 8 个县级行政区划共有 7 位书记获得晋升（占比 70%）、2 位平调（占比

20%）、1 位书记遭受降职（占比 10%）；苏州市下辖 13 个县级行政区划中有 17 位书记获得晋升（77%），

5 位书记获得平调（占比 23%）。因此，尽管存在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差异，相对考核制度也能保证那些发展

潜力较低地区的官员可以获得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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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对绩效考核：实证分析 

本部分将实证检验相对绩效对县委书记晋升的作用，假设二者线性关系如下： 

 

𝑷𝒓𝒐𝒎𝒐𝒕𝒊𝒐𝒏𝒊𝒄𝒕 = 𝜶+ 𝜷𝑷𝒆𝒓𝒇𝒐𝒓𝒎𝒂𝒏𝒄𝒆𝒊𝒕𝒄 + 𝜸𝑿𝒊𝒄𝒕
′ + 𝝆𝒁𝒄𝒕

′ + 𝜹𝒄 + 𝜼𝒕 + 𝜺𝒊𝒄𝒕 (1) 

 

其中， i 表示县委书记、c表示书记所在县级行政区划、 t 表示年份。𝑷𝒓𝒐𝒎𝒐𝒕𝒊𝒐𝒏𝒊𝒄𝒕被

解释变量官员晋升，晋升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𝑷𝒆𝒓𝒇𝒐𝒓𝒎𝒂𝒏𝒄𝒆𝒊𝒕𝒄是核心解释变量两个绩效

指标任期内移动平均增长率在所属地级市中的相对排名。向量𝑿𝒊𝒄𝒕
′ 是县委书记个体特征，包

括年龄、受教育年限及任期；向量𝒁𝒄𝒕
′ 为地区经济社会特征：人均 GDP 及财政收入、GDP 和

财政收入占所在地级市比重、农业及工业产值占 GDP 比重、获得专项转移支付占所在地级

市比重和人口密度，这些指标均采用滞后一年值。𝜹𝒄表示时间不变的县级固定效应，用以捕

获那些同时影响官员晋升和相对排名而且不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因素，𝜼𝒕表示县级不变的年份

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宏观经济周期等影响所有样本的因素，𝜺𝒊𝒄𝒕表示其他未被捕获但可能会

起作用的因素，假设随机分布于本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 0-1 二值变

量，在实证分析中我们采用 Probit 模型并基于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

MLE）来考察经济绩效对官员晋升概率的影响。22同时借鉴已有文献，通过加入地市及年份

哑变量来控制固定效应（Li and Zhou, 2005；杨其静和郑楠，2013；罗党论等，2015；Jia et 

al., 2015）。为了解释的便利，基于 Probit 模型获得的估计结果均转化成平均边际效应

（Average Marginal Effect）。23此外，以下实证分析估计标准误均聚集到地市级级层面

（Standard Error Clustered at Prefecture Level）。 

表 2 汇报了回归结果：在第（1）列中，我们发现财政收入相对指标显著地提升官员获

得晋升的概率：排名每增加一名，县委书记晋升概率提升 1.3%（0.013）。在样本中，任意

相邻两个名次之间财政收入增长率差距的中位数为 0.024，这意味着每提升 1 个名次可以将

财政收入增长率提升 0.024。同时，样本中财政收入增长率的标准差是 0.122。由此可以计算

财 政 收 入 增 长 率 每 提 高 一 个 标 准 差 可 以 是 使 得 官 员 晋 升 概 率 提 升 0.066

（=0.122×0.013÷0.024），相当于平均晋升概率（=0.528）的 12.52%。该结果与已有文献的

发现基本保持一致。24第（2）列发现财政收入绝对指标：财政收入移动平均增长率也增加了

晋升效率。但当该变量和相对指标同时出现在方程中时就不再显著（第 3 列）。我们在第（4）

和（5）分别考察了 GDP 增长率的相对和绝对指标，发现结果并不一致。如果把 GDP 和财

政收入的相对指标同时放入方程中，GDP 指标将不在显著（第 6 列）。上述财政收入相对

指标对晋升发挥着一致且稳健的正向作用意味着官员相对绩效考核的存在。25 

                                                 
22 在被解释变量为二值哑变量时，采用线性模型的缺陷有两个：首先，由于误差项𝜀是二值分布而非正态分

布，因此𝜀与解释变量之间必然相关，进而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其次，基于线性模型所得预测值有可能小

于 0 或大于 1，这与被解释变量为 0-1 二值变量的事实相矛盾（陈强，2014，第 169-170 页）。我们也采用

Logit、Conditional Fixed-Effects Logit、Random Effects Probit 和 Random Effects Logit 模型进行了考察，验

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相关结果见附录表 A5。我们感谢审稿人在模型选择上提供的建议。 
23 在附录图 A1 中我们也汇报了基于其他分位数上的边际效应，发现结果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24 例如 Chen and Kung(2016)发现 GDP 增长率每提升 1 个标准差带来的晋升概率提升占平均晋升概率的

12.97%；Landry et al. (2017)发现财政收入增长率每提升 1 个标准差带来的晋升概率提升占平均晋升概率的

10%。此外，当我们将标准误集聚到不同层级之后，上述发现依旧稳健（相应结果见附录表 A6）。 
25 在县级官员考核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预考察阶段：省委组织部门先派遣考察组，考察组成员与市委

主要领现就考察对象人选展开讨论。目前还缺乏针对第一阶段的研究文献或政府文件中的专门规定，因此

还无法充分了解前期考核是否仍然基于锦标赛逻辑。我们认为除非第一阶段预考核中那些经济绩效较优的

官员反被淘汰掉，预考察的存在不会威胁绩效考察的作用。基于现有文献，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假设是合理

的：首先，“层层加码”现象的存在意味着锦标赛的施行是层层贯彻、层层放大的（周黎安等，2015）。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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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有文献相一致，我们发现年龄对于官员晋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年龄每增加 1 岁，

官员晋升概率会下降约 2.6 个百分点（Li and Zhou; 2005; Jia et al., 2015; 杨其静和郑楠，

2013）。同时，随着官员教育水平的提升，晋升概率也同样得到提升。最后，官员任期与晋

升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这反映出地方官员任内的经验积累有助于其晋升。 

 

表 2 相对绩效考核 
 (1) (2) (3) (4) (5) (6) 

财政收入移动平均增长率排

名 
0.013***  0.012***   0.013*** 

 (0.003)  (0.004)   (0.003) 

财政收入移动平均增长率  0.251*** 0.050    

  (0.090) (0.107)    

GDP移动平均增长率排名    0.007**  0.003 

    (0.003)  (0.003) 

GDP移动平均增长率     0.133  

     (0.136)  

官员个体特征 Y Y Y Y Y Y 

社会经济指标 Y Y Y Y Y Y 

地级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观察值 5729 5729 5729 5834 5834 5312 

pseudo R2 0.179 0.177 0.179 0.174 0.173 0.179 

Log pseudolikelihood -3247.888 -3255.536 -3247.675 -3330.761 -3335.166 -3016.161 

注释：上表中的系数已转化为平均边际效应，括号内为聚集到地市级级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

示在10%、5%、1%的程度上显著。 

 

基于表 2 的发现，我们在表 3 中集中考察财政收入相对排名对晋升作用的稳健性。由于

地级市辖县在数量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地级市下各县域面临的竞争激烈程度不尽相同

（Lü and Landry, 2014；乔坤元等，2014）。这种竞争激烈程度差异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前述

使用的相对绩效排名指标有可能面临“测量偏误”问题，即相同的名次差别在不同地市内未必

具有可比性。针对该问题，我们将排名进行标准化处理。26表 3 第（1）列汇报了标准化处理

后的估计结果，财政指标的估计系数依然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 

与此同时，这种竞争激烈程度也可视作一种遗漏变量：竞争更激烈的环境下提升排名需

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亦即排名的提升将会更加困难；由于整体岗位数量有限，竞争激烈将导

致个体获得晋升的可能性有所下降。对此，我们以每个县所在地市内的县域个数作为竞争激

烈程度的代理变量，并在表 3 第（2）列中汇报了控制该变量后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到，对

竞争激烈程度的控制并不影响财政指标的估计系数，同时竞争激烈程度会显著降低晋升概

率。能力是另一个潜在的遗漏变量。绩效-晋升的正向关系也许为官员能力所共同驱动：高

能力的官员可以有效推进任期内经济增长，同时也有更高的可能性获得晋升。这种情况的存

                                                 
种情况下，上级政府为了自身能在相应级别锦标赛中胜出，有动力选择那些绩效表现更好的下级官员；其

次，杨其静和郑楠（2013）发现在提名地市级官员时，“享有实际提名权的各方都避免将那些经济增长业绩

欠佳的市委书记作为自己的提名对象”。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县级官员的考核实践中。该点感谢匿名

审稿人的建议。 
26 在 0-1 范围内进行标准化处理：第一名赋值为 1，最后一名赋值为 0，其余在 0-1 范围内按次序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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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味着表 2 结果被高估。针对该问题，我们用官员第一次参加工作到进入县级常委会所用

时间长度作为其能力的代理并纳入回归方程（表 3 第（3）列）。在控制了能力之后，我们

发现绩效的估计结果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27 

 

表 3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排名标准

化 

控制竞争

激烈程度 
控制能力 

System-

GMM 

任期不少于

3年的官员

子样本 

任期不大于

5年的官员

子样本 

财政收入移动平均增

长率排名 
0.116*** 0.013*** 0.012*** 0.021** 0.013** 0.013*** 

 (0.035) (0.003) (0.005) (0.010) (0.006) (0.003) 

所在地市下辖县域个

数 
 -0.200***     

  (0.004)     

第一次参加工作到进

入县级常委会所用时

间 

  

0.001 

   

   (0.004)    

相关滞后项    -0.034   

    (0.065)   

       

官员个体特征 Y Y Y Y Y Y 

社会经济指标 Y Y Y Y Y Y 

地级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观察值 5729 5729 3263 1129 1881 5573 

pseudo R2 0.178 0.179 0.193  0.209 0.177 

Log pseudolikelihood -3251.762 -3247.888 -1816.991  -1031.534 -3167.942 

注释：上表中的系数已转化为平均边际效应，括号内为聚集到地市级级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

示在10%、5%、1%的程度上显著。在System-GMM估计中，我们采用了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 

 

此外，绩效-晋升关系也可能受到动态效应威胁：上级在决定下级官员晋升与否时可能

会受到之前官员晋升情况的影响。对此我们采用 System-GMM 加以处理，该方法引入滞后

的被解释变量并对方程进行一阶差分以消除时间不变的固定效应，而后进行联合估计：既用

滞后值作为差分现值的工具变量，也用滞后差分值作为现值的工具变量。基于该方法的一致

估计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残差项序列无关，这可以采用 Bond (2002)提供的 m1 和

m2 统计量进行检验；第二，满足工具变量有效的矩条件，这可以采用 Sargan 统计量进行检

验。表 3 第（4）列汇报了 System-GMM 的实证分析结果，其中 m1 和 m2 及 Hansen 检验结

果均表明该估计方法有效的前提得到满足，相关滞后项为负说明之前官员晋升会对后任官员

                                                 
27 我们也尝试通过控制县委书记固定效应来捕捉更多难以观察到的书记个人特质。不过，控制县委书记固

定效应会加入大量哑变量，从而减小自由度并最终降低估计效率；而且县委书记固定效应与绩效指标之间

存在高度共线性，由此增大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并降低显著性。因此我们发现在控制县委书记固定效应后绩

效指标不再显著。我们在正文图表中未汇报这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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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负面影响，不过这一影响并不显著。同时，财政收入移动平均增长率排名的系数显著为

正：这一结果也与表 2 的基本回归分析相一致，财政收入相对指标可以显著提升官员获得晋

升的概率。 

 

 

图 6 晋升定义的稳健性考察 

注释：名义级别的定义来自《国家公务员法》，定义 1-7 为基于附录表 A4 晋升定义基础上对可能存在争议

处的调整。定义 1：由非省直管县县委书记调任省直管县县委书记，原来为非晋升，现在定义为晋升；定义

2：由非副省级城市或非省会辖县县委书记调任副省级城市或省会辖县县委书记，原来为非晋升，现在定义

为晋升；定义 3：调往省委省政府部门的正/副县处级职务，原来为晋升，现在定义为非晋升；定义 4：调往

省级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任职，原来为晋升，现在定义为非晋升；定义 5：调任市政府秘书长和党组成员，

原来为晋升，现在定义为非晋升；定义 6：调任市级公检法系统一把手（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原来

为非晋升，现在定义为晋升；定义 7：调任市人大政协副职（副主任、副主席），原来为非晋升，现在定义

为晋升。上图中圆点代表各回归系数，横线代表 95%置信区间。各回归的标准误都聚集到地市级层面。 

 

任期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一方面，对于任期较短的官员而言，其“任职可能是出

于锻炼（之后提拔）的目的”（乔坤元等，2014），因此其所面对的政治选拔机制与其他官

员并不一致；另一方面，官员任职时间过长往往意味着晋升机会渺茫，因此其面临的激励和

相应的行为会发生变化，与其他“为经济绩效而竞争”的官员不太一样。为了排除可能的干扰，

我们采用官员子样本进行了分析：对于前者，我们采用任期不少于 3 年的官员子样本进行分

析，表 3 第（5）列汇报了实证结果；对于后者，我们采用任期不大于 5 年的官员子样本进

行分析，表 3 第（6）列汇报了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在两种子样本情况下，绩效指标对晋

升的影响依旧显著，其影响程度也与基准回归分析接近。28 

                                                 
28 在我们的故事中，绩效排名是晋升与否的一个决定因素。与此同时，任期过长往往是晋升机会渺茫的一

个信号。因此，完全有可能出现如下情况：绩效排名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任期长短上，进而在晋升与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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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虽然现有研究均按照实际权力大小定义晋升，但对实际权力的定义存在分歧。

为了检验上文结论对不同定义是否敏感，我们在图 6 中展示了基于不同定义获得的估计系

数，从中可以发现相对绩效考核成立于任何一种定义。 

至此，我们已经证明了以财政收入排名的相对绩效考核制度的存在，在该制度设置下的

官员行为差异同样需要直接注意。当前县委书记的平均任期不足 3 年，尽管仍有官员在这种

情况下脱颖而出，我们也不能忽视在如此之短的限制下需要获得治理绩效对官员行为的影

响：使得部分地方官员的行为趋向短期收益，而忽视地区的长期发展。这些现象已经被众多

文献所证实。例如，一些研究发现在现有官员考核制度下，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被扭曲：基础

设施建设支出得到快速发展，而教育医疗等回报周期长的支出则被严重忽视（傅勇和张晏，

2007；王世磊和张军，2008）。 

五、考核指标、自由裁量权与末位淘汰 

在以上实证结果基础上，本部分将进行一系列拓展分析以加深对相对绩效考核的理解。

首先，我们将考察 GDP 和财政收入指标作用的跨时消长关系；其次，引入自由裁量权以考

察绩效作用的非单调性；最后，考察这种考核制度是否有惩罚机制，即末位淘汰制的存在。 

    （一）绩效指标作用的跨时变化 

GDP 和财政指标对晋升作用的跨时变化见图 7，其中纵坐标为两个指标的估计系数及

相应的 95%置信区间。从中可以发现，在整个样本期间 GDP 指标作用并不显著且没有明显

的变化趋势。但财政收入指标对晋升则有显著影响，且在近年来呈上升趋势。该图景和现有

基于省及地级市的研究发现存在一定差异。我们认为其原因有两个：第一，GDP 测量的是

地方经济规模，而财政指标更多体现地是上下级政府关系。我们认为在“层层加码”的背景下，

地市级政府在面临晋升压力时，自然会更加关注下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张闫龙，2006；张永

生，2008；张光，2009；范永茂，2010）；29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二者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

财政收入的增长需要 GDP 增长以保证税基。但 GDP 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财政收入必然会

同步提高：财政收入能否增长还取决于国家征税能力（高培勇，2006；周黎安等，2011；王

美桃，2012；何凌云和胡振虎，2013；Fan et al., 2017）。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财政收

入作用在近期，特别是 2005 年之后异于 GDP 的原因；第二，现有文献对基层 GDP 的真实

性存在质疑，这种潜在的测量误差可能会导致 GDP 估计结果偏向于 0（King et al., 1994: pp. 

155-157; Wooldridge, 2012: pp.317-323; 陈硕，2015）。30 

 

                                                 
上得到体现。即任期可能是一个“坏控制（bad control）”（Angrist and Pischke, 2009: pp. 64）。于是，我们在

附录表 A7 第（1）列中考察了不控制任期时的情况，发现所得结论依旧稳健。 
29 我们在附录表 A9 中提供了更多的实证证据以支持“财政指标能体现上下级政府关系”这一说法。 
30 不可否认，相关媒体报道也涉及到了财政数据造假案例（如辽宁省财政数据造假），但已有的严肃研究把

主要关注焦点放在 GDP 上（Adams and Chen, 1996; Rawski, 2001; Wallace, 2014; Clark et al., 2017）。这意味

着 GDP 数据可靠性或许是一个更为紧迫与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由于财政直接涉及到上下级政府之间的

利益分配关系，因此现实中有许多制度规则被设立来保障财政数据的准确性，如出台《财政管理绩效考核

与 激 励 暂 行 办 法 》 把 收 入 质 量 纳 入 考 核 范 围 、 向 各 地 派 出 财 政 专 员 监 管 收 入 质 量 等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701/t20170120_25246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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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绩效指标作用的跨时变化 
注释：该图横坐标为年份，纵坐标为相对绩效指标对晋升的作用系数，其中实线表示平均边际效应，虚线

表示 95%的置信区间。该图回归分析采用了和表 2 第（4）列一致的模型设置，即控制了官员个体特征、社

会经济指标、地级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同时将标准误聚集到地市级层面。 

    （二）晋升门槛与自由裁量权 

虽然从平均意义上而言，县委书记晋升概率随其相对绩效排名的提升而增加。但这并不

意味着任意一个名次的提升都会带来相同的晋升概率提高。图 8 考察了这种作用的非线性

分布。其中，横坐标是县委书记绩效相对排名，纵坐标是对应的估计系数及 95%置信区间。

从图中可以发现，排名从最后依次提高到前 6 并不能带来晋升概率的显著提高。但排名从前

6 进入前 5 却能带来晋升概率的显著跃升，其幅度达到 5.1%。在进入前 5 名之后，除非能成

为第 1 名，否则排名提升再次变得不显著。这些发现意味着在县级官员考核中同样存在现有

文献提到的“资格赛”现象（杨其静和郑楠，2013）。31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对于排名进

入门槛值的官员，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一般来说，当下属在治理能力上都达到一定水

准之后，对其晋升与否的决定更多体现出上级官员的偏好。政治学文献将这种体现个人偏好

的自由裁量权归结为派系作用（Shih et al., 2012）。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我们在方程（1）中

进一步引入派系变量。32我们发现派系的存在确实会显著提升官员晋升概率；同时，在控制

派系变量后，本文关注的相对绩效指标依然显著，系数大小（0.013）和表 2 估计结果相近

（相应回归结果见附录表 A10）。 

                                                 
31 杨其静和郑楠（2013）将资格赛定义为“当且仅当参赛者的业绩在本阶段组内竞赛中不低于一定名次时，

他才有资格参加下一阶段竞争”。 
32 现有文献对派系测量指标的一种定义为县委书记和时任所属地级市市委书记是否为同乡（出生于同一个

地级市）。同时，Jia et.al. (2015) 发现上级通常更倾向于选拔比自己年轻的下级官员：年龄相当的官员在获

得晋升后更可能与自身形成竞争关系。我们结合上述发现，将和市委书记是同乡且至少年轻 5 岁定义为同

一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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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晋升门槛与自由裁量权 

注释：该图横坐标为名次，“1”代表第一名、“2”代表前两名、“3”代表前三名、其他依次类推。纵坐标为不

同名次对官员晋升的作用系数，其中实线表示平均边际效应，虚线表示 95%的置信区间。该图回归分析采

用了和表 2 第（4）列一致的模型设置，即控制了官员个体特征、社会经济指标、地级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

效应，同时将标准误聚集到地市级层面。 

    （三）末位淘汰 

产业组织理论文献也发现，作为锦标赛制度的另外一个重要类型，末位淘汰对官员也有

激励作用（Lazear and Rosen, 1981; Green and Stokey, 1983）。33Blanchard & Shleifer (2001)就

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强有力的奖励和惩罚手段是中国经济区别于俄罗斯、实现快

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表 4 考察了在相对考核中绩效垫底对官员职业发展的影响，其中第

（1）及第（2）列的被解释变量是否降职（也包括落马及退出政界的情形），第（3）及第

（4）两列的被解释变量则为是否未能晋升。不管考察最后一名还是最后 10%，我们发现各

列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这些结果说明在县级层面上，我们并没有发现末位淘汰制的证据：中

国人事管理中的相对绩效考核是一种“奖勤不罚懒”的制度设计。34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有效

地鼓励了基层官员积极探索推动经济增长的多种方式，但另一方面，因为“软约束”的存在而

导致基层决策失误也需要值得注意。35 

                                                 
33 通过对“非升即走”这样一种惩罚模式进行模型分析，Kahn & Huberman (1988) 论证了当委托代理双方都

存在道德风险问题时，该模式可以有效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 
34 2002 年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6 年的《关于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及 2014 年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条文中并没有官

员因任内经济绩效不佳而遭退黜的相关规定。 
35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确出现一些地方领导不顾当地实际情况造成决策失误的例子。例如，冯军旗（2010）

在基于中部某县的案例研究中发现当地县委书记陈遵义不顾当地气候发展苹果种植产业，造成极大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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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末位淘汰制 
 (1) (2) (3) (4) 

 降职 降职 非晋升 非晋升 

最后一名 0.011  0.027  

 (0.033)  (0.026)  

最后10%  0.029  0.019 

  (0.027)  (0.024) 

     

控制变量 Y Y Y Y 

地级固定效应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观察值 1156 1156 3122 3122 

pseudo R2 0.134 0.135 0.196 0.196 

Log pseudolikelihood -386.377 -385.714 -1735.654 -1735.942 

注释：上表中的系数已转化为平均边际效应，括号内为聚集到地市级级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

示在 10%、5%、1%的程度上显著。此处的控制变量既包括前述的官员个人特质和社会经济指标，也包括前

文稳健性检验中采用的竞争激烈程度、个人能力和同乡关系指标。 

六、结论 

本文考察中国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基于 2000-2007 年的县级数据，我们发现相对绩

效考核制度的存在：绩效排名的提高会增加县委书记获得晋升的概率。就考核指标来说，财

政收入指标发挥的作用大于 GDP 指标，同时该作用大小呈现逐年增加趋势。此外，绩效排

名的作用并非线性：平均来说，进入第 5 名会导致晋升概率显著增加 5.1%；但在 5 名之内，

除非成为第 1 名，否则名次进一步提升并不能带来晋升概率的显著增加。这意味着官员考核

存在自由裁量权。最后，我们没有发现排名垫底会导致官员被惩罚，这说明相对绩效考核在

更大意义上是一种“奖勤不罚懒”的制度设计。 

基于基层官员相对绩效的考察不光有利于增加我们对委托-代理理论中代理人行为的理

解，也有利于解释政治集权作为中国经济顺利转型制度保证的作用机制。该文的发现进一步

推进了对我们晋升锦标赛的理解，同时也揭示出基层官员的考核实践比当前学界所理解的更

加丰富：不管是财政收入还是 GDP，不同的考核指标在不同政府层级及不同时期发挥的作

用呈现显著差异。最后，我们的发现也为众多以地方官员“为经济绩效而竞争”作为研究假设

的文献提供了实证前提。 

 

 

 

 

 

 

 

                                                 
浪费，但陈并没有因为决策失误而负责反而调任地级市人大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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